
第一章 秦汉王朝岭南地域结构中的合浦

岭南首先是自然地理概念，指横亘两广北部与湖南、江西交界的南岭山脉以南地

区，即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又有岭外、岭表、

岭峤、岭海等名称。岭南又是一个历史地理范畴，“‘岭南’一词较早见于《史记》，据

称‘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后汉书》称赞九真太守任延和交趾太守锡光教当地各

族人民礼义，说‘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1]
，唐代正式在广州设置岭南道、岭南节

度使。

“五岭已前至于南海，负海之邦。交趾之土，谓之南裔”
[2]
，历史上的岭南地区一

般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中部。秦汉王朝“岭南地域”的

设定应遵循自然地理属性与历史过程属性相结合的原则，以期达到研究区域的完整性

“在历史与地理两方面的统一”
[3]
。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结合秦汉时期的行政设置及考

古材料考察，秦汉王朝岭南地域范围大致北达南岭，东抵韩江流域，西括左江、右江

流域和南盘江、北盘江流域，南至海南岛和越南中部。

一、地理空间结构

岭南地区河网密布，海岸线曲折漫长，山地、丘陵和台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80%，

区域内缺乏面积较大的平原、盆地。山地多由花岗岩、红砂岩构成，易风化成丹霞地

貌；广西及越南北部石灰岩分布广泛，多形成岩溶地貌。平原主要分布在江河沿岸、

山间盆地及河口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是发育在海湾内的丘陵型三角洲平原，面积约 1.1 万平方千米。红河

三角洲面积超过 4000 平方千米。两者均是著名的农耕区。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亦是重

要农业区，其中郁江沿岸平原为岭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山地（包括丘陵、台

地）与平原（包括三角洲、盆地）构成了岭南自然地理的第一组区域对应关系，沿海

地带（包括雷州半岛、近海岛屿和海南岛）则与内陆腹地构成了岭南自然地理的第二

组区域对应关系。

由两江、北江和东江三大支流汇集而成的珠江是岭南最大水系，流域面积达 42 万

多平方千米。西江水系在梧州以上河段呈叶脉状分布，红水河、柳江汇流成黔江，左

江、右江汇流成邕江，其下河段称郁江；黔江与郁江合流为浔江，与桂江、贺江、北

流江等共同组成西江水系。珠江水系以外，红河是越南北部第一大河，在云南境内称

为元江，全长约 1200 千米，流域面积约 3.81 万平方千米；越南北部的马江、嘎江（大

江）和粤东地区的榕江、梅江—韩江也是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在广西和粤西沿海地

区，还有钦江、南流江、鉴江、漠阳江等独流入海的水系。在桂东北地区，灌江、海

洋河组成湘江上源，汇入长江水系。依托水系分布，岭南地区主要江河在其流域范围



内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大多可以与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单元相对应，

范围已经超出了岭南地域。

岭南人文地理区域的形成与生态环境背景有关。在中国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版

图构造中，岭南地区有许多方面表现为独立单元结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岭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路径，决定了岭南地区内部存在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影响

着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和岭南文明的特质。据《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推测，南越

国“除了都城、郡县所在地，江河沿岸平原地区以外，当时的岭南东部、东北部、西

部、西北部等山区，恐怕还是一片篁竹草莽之地。……这些地区的土著越人，可能还

停留在初民社会阶段”
[4]
。在宏观历史进程中，岭南地区成为中国文化圈与东南亚文化

圈联结的过渡地带。

在岭南地理空间结构中考察秦汉时期的合浦，主要有两个观察维度。其一，合浦

位于北部湾北岸，背倚山地（云开大山、六万大山）、襟带江河（南流江）、面向海洋

（廉州湾），居于山、川、海之结点位置，有学者认为合浦“即河海相交之意”
[5]
；其

二，宏观而言，合浦处在珠江水系与红河水系的中间位置，东汉马援征伐“二征”是

从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6]
而入交趾。这两个地理维度决定了合浦在秦汉

时代岭南地区族群分布、行政设置和海上交通上的特殊属性。

南流江是桂东南地区独流入海的较大江河，发源于大容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

经北流市、玉林市玉州区、博白县、浦北县，在合浦县注入廉州湾，全长 287 千米，

流域面积 9439 平方千米，流域范围为大容山、云开大山和六万大山所环绕。南流江在

合浦境内分为南干江、西门江等水道入海，构成了南流江冲积平原的主体部分，合浦

汉墓和汉代城址都分布在此冲积平原上。自合浦溯南流江而上，逾桂门关分水坳，可

沿北流江抵达西江中游
[7]
，继而可以通过湘桂走廊、潇贺古道抵达湘江，这是古代从中

原进出北部湾的最便捷通道。

合浦濒临北部湾，作为西汉中期合浦县治所的大浪古城距现今出海口约 20 千米，

作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合浦郡治所的草鞋村汉城址距现今出海口约 10 千米，大约在

2000 年前，这个距离更近，分别约为 16 千米和 3 千米。当时的海岸线可抵达现今的廉

州镇一线，两座城址均位于距离当时海岸线较近的河汊内，与广州、宁波、泉州、扬

州等其他古代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吻合
[8]
。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
[9]
，襟带江河、面向海洋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秦汉

时期的合浦在岭南地区内河交通、海外贸易、海洋生计等方面的特性和地位。合浦郡

“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
[10]

，“土地硗确，无有

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
[11]

，包括合浦汉墓多见海外文化因

素，均是当地居民采取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的表现。宋代合浦盐产品仍然在“石



康落船，然后循南流江和武利江运至郁林、武利（今灵山县属），起岸后再由陆路”转

运集散
[12]

。至于合浦背倚山地的地理意义，则主要表现在族群空间结构方面

二、族群空间结构

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空间结构处在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以秦定岭南、

南越国灭亡和两汉交替作为主要时间节点，南越国时期和西汉郡县时期是其中的两个

关键阶段。南越国时期由于受中原等地区南下人群的冲击，一则岭南土著越人发生了

大规模的族群融合，在文化性质上逐渐向次生越人转变；二则岭南土著越人的生存空

间也受到很大挤压，被迫向岭南偏远地区退却。至西汉郡县时期，岭南地区的次生越

人进一步与已经逐渐“在地化”的汉人移民融合，共同发展为土生汉人，不过在岭南

偏远的山林地区仍然有大量土著越人分布。

《史记·货殖列传》称“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

战国至西汉时期岭南地区活跃着西瓯、骆越等百越支系。一般认为西瓯先民主要分布

在今桂东北地区和西江中游，考古遗存以平乐银山岭、广宁铜鼓岗等墓地为代表
[13]

；

骆越先民分布在“今邕江及左、右江流域至海滨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考古遗存以右江

流域的武鸣元龙坡、安等秧等墓地为代表
[14]

；海南岛上的“骆越之人”或许只是泛称
[15]

，

类似于“儋耳夷”
[16]

这类称呼。还有学者认为桂东北、粤中、粤北的土著越人分布在

苍梧
[17]

，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广东方向越人直接称为南越
[18]

。此外，桂西地

区的西林等地属于濮人建立的句町国地域范围
[19]

，有学者认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

越
[20]

，或者指濮、越混杂的居民
[21]

。

南越作为政权名称，兼及地理方位，可以引申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分布的越人

集团名称，这支越人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与传统认识不尽一致
[22]

，有学者推测

西瓯先民主要分布在郁江流域向南延伸至合浦方向的桂东南地区，秦定岭南后逐渐退

居山区，东汉以来与其他百越支系共同发展为俚、蛮、乌浒之属；战国西汉时期的苍

梧遗存分布在楚、秦苍梧郡及其周边地区，即湘南、桂东北和粤北的交界区域；战国

时期的骆越应该单称为“骆”，属于西南夷中的百濮人群。战国秦汉时代百越与百濮大

致在左江右江流域、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形成文化交汇地带，随着岭南越人

影响的增强，骆人持续越化，东汉时期主要在越南北部地区形成了骆越集团
[23]

。

在南越国的主要统治区域，土著越人与自岭北不断南下的楚人、秦人、汉人发生

融合，文化属性逐渐转变为次生越人；至汉平南越以后的西汉中后期，次生越人与不

同批次南下的、已经陆续“在地化”的中原等地移民继续融合，逐渐发展为土生汉人
[24]

（参见第七章第一节）。东汉时期汉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岭南大部分地区，但是合

浦郡和交趾三郡族群分布的基础格局未见颠覆性改变，汉人主要分布在郡县治所和交



通要道沿线。东汉时期合浦周边和交趾地区新出现了俚、蛮、乌浒等越人集团，有学

者认为俚人主体成分可能是骆越
[25]

。

将文献中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

文化特征加以比较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

这曾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
[26]

，不过所得结论经常不一致。原因在于考古

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复杂性，“除了古籍所记族人是否等同一考古学文化外，还存在文献

记载、疏、注及考证和对考古学遗存的认识问题”
[27]

，前述关于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

区土著越人的认识自然还可以讨论。

战国秦汉时期合浦在岭南族群分布的空间结构中颇有值得注意之处。

其一，合浦双坟墩发掘有两处土墩墓
[28]

，其中 D2 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Dl 年代为

西汉中期。先前有学者指出江浙地区的吴越居民自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已经开始向岭

南迁移，但是线索主要集中在广东方向
[29]

，双坟墩的发掘表明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

地区的海路联系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已存在
[30]

。

其二，根据唐代贵州郁平县（今广西玉林）“古西瓯、骆越所居”，潘州茂名县（今

广东茂名）“古西瓯、骆越地”等记载
[31]

，学术界多认为处在汉代合浦郡范围的桂东南

和粤西南近海地区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不过这可能存在误解。有学者认为“西汉

以后各地志书所载的‘西瓯所居’‘骆越居地’‘西瓯骆越所居’，都不完全是他们在先

秦时期的居地，只能是秦以后甚至汉武帝以后所散居的地方”
[32]

。有学者推测西汉武

帝设置郡县后有部分西瓯人很可能退居云开大山
[33]

，南越国和西汉郡县时期仍然有许

多越人活动在合浦周边地区，包括劳邑、朱庐等部族
[34]

。

其三，东汉出现了“合浦蛮里”
[35]

“合浦蛮夷”
[36]

“合浦、交阯乌浒蛮”
[37]

等名

称，这些人群大多为西瓯、骆越后裔。俚、蛮、乌浒并见于交趾地区，文献中有“九

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
[38]

“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以南、

交州以北”
[39]

等记载，表明东汉时期合浦地区与越南北部、中部的族群结构具有较多

共性。

“汉武帝成立南方九郡，把西瓯骆越集居的地方取名为‘合浦郡’，或者正由于此

地是濮人集居区”
[40]

，合浦南越国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说明当时居民以本地越人

为主（参见第六章第一节），汉文化的影响远不及南越国都城番禺强烈，次生越人的发

育亦不及番禺地区明显。西汉中期以后，合浦汉墓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和大浪城址、

草鞋村汉城址的修建都说明郡县治所及其附近主要居住着汉人，但是周边山林地区仍

然基本保持着土著文化的状态。



三、行政空间结构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灭南越国后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地域范围与秦岭南三郡（南海、桂林、象郡）基本相当，又

在海南岛续置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交趾刺史部。西汉岭南七郡地域及属于西汉象郡

管辖的广西西部是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基础行政范围。在此基础行政范围内外，以西

汉时期为中心的行政设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若干行政设置有废并。

在海南岛方向，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 110 年—公元前 105 年）置珠崖、儋耳

两郡，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并儋耳郡入珠崖郡，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废珠崖郡。在桂西方向，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曾经存在归属于益州刺史部统辖的象

郡
[41]

，在昭帝元凤五年（公元前 76 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
[42]

。

其二，若干行政设置跨入岭南。

武帝灭南越国后，在桂东北方向分长沙国桂阳郡一部和南越国一部置零陵郡，郡

治零陵故城即今全州城子山城址
[43]

。战国中期以后这一地区已经属于楚国南境
[44]

，西

汉初年属吴氏长沙国，是楚汉文化进入岭南的桥头堡，与岭北地区关系更为密切
[45]

。

在粤北方向将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英德、曲江一带）归属于岭北桂阳郡
[46]

，桂阳

郡治在今湖南郴州，零陵郡和桂阳郡属于荆州刺史部。在桂西方向，扩大后的牂牁郡

并入了句町国，包括左江、右江流域一部
[47]

，属于益州刺史部。

其三，若干行政设置为虚封、羁縻等特制。

秦代在岭南地区推行不同于内地的郡县制度，“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

守”
[48]

。南越国实行两种不同的郡县制，“一种则是特制，设‘道’或类似的行政单位，

由南越派遣官员和该地越人部落首领联合治理”
[49]

，如在桂东南玉林一带设置劳邑等

管理土著越人部族的羁縻机构
[50]

，发掘报告亦推测五华狮雄山城址为秦和南越国“定

楬道”治所
[51]

。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

长沙王”
[52]

，虚授南越国实际控制的岭南原秦三郡予吴氏长沙国。汉初，岭南地区还

有虚封的海阳侯徭毋余
[53]

和陆量侯须无
[54]

（陆量侯即陆梁侯
[55]

），封地在今广东连州

市至广西灌阳一带；“汉时受封”
[56]

的句町侯国则存续至西晋。又，汉高祖十二年（公

元前 195 年）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
[57]

，学术界多认为南海国虚封在今闽、粤、赣

交界地区；另有学者认为“汉初南海国地跨闽赣，以闽西南、赣中为疆域”，南海王实

有其国，至“文帝时反汉被灭”
[58]

。

其四，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中心发生较大范围的转移。

南越国灭亡后，番禺从都城下降为南海郡治，西汉交趾刺史治在苍梧郡治广信（今



梧州），或驻交趾龙编（今越南北宁）；东汉交州刺史治在广信，东汉末年移治番禺（今

广州）。有学者认为随着交州刺史治所在苍梧郡治广信的确立，“汉南海郡在岭南地区

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彻底消失”，经济实力也一落千丈
[59]

。东吴时期由于经济开发、北

部湾近海交通线变更、岭南东部地区治理强化等原因
[60]

，黄武五年（226 年）分南海、

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最终形成交、广分治的行政格局。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行政设置及其治所的物质形态有其边远属性，如今广西境内

湘桂铁路以西的区域尚未发现汉代城址，有学者推测桂西地区的大部分汉县“形同虚

设，也就没有建筑作为县级住地的城池”
[61]

。综合考察地理环境、族群分布等背景因

素在行政设置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行政空间结构分为两类情形。

第一，秦汉王朝在岭南地区的实质性行政管辖地区，主要是汉代岭南七郡以郡县

治所为中心的范围，其中又分为两大板块
[62]

。岭南北部、东部，即自西江中下游河段

及其主要支流（桂江、贺江）至珠江三角洲，包括北江流域和东江中下游地区，属于

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东部和零陵郡一部，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汉文化大多已

经连片分布，此为一个板块；岭南西部、南部，包括环北部湾沿岸的广西南部、越南

北部及濒临中国南海西岸的越南中部地区，属于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土著越人的根脉更为深厚，汉文化主要依郡县治所和交通线

路呈点、线分布，不过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的次生越人已经普遍发育，此为另一个板

块。

第二，秦汉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羁縻性行政管辖地区，主要包括桂西地区大部、粤

东地区一部及海南岛，还包括夹在秦汉王朝实质性统治区域内部两大板块中间的粤西

南一桂东南山地。这些地区基本为土著越人部族占据，南越国和秦汉王朝与其保持着

羁縻关系，汉文化只是零散存在。以桂东南地区为例，南越国时期已经存在与秦汉属

国、“凡县主蛮夷曰道”
[63]

相类似的羁縻设置，东吴设置合浦北部都尉，西晋设置合浦

属国
[64]

，表明这一地区的族群结构和人文民俗比较特殊。刘宋泰始年间（465-471 年）

在合浦北部立越州，“越州多夷僚，瘴疠又重，有一定的特殊性，恐怕这才是越州建立

的主要原因”
[65]

。

汉代合浦郡的范围大体相当于旧称的广东南路地区（1959-1965 年合浦隶属广东），

这一地区处于汉代岭南地区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联结地带，东部、北部为南海、苍梧、

郁林三郡，南部为交趾等三郡，考古学文化面貌表现出许多过渡性特征。秦汉时期的

属国这类羁縻行政建置通常设置在边远地区，依靠当地王侯君长“因其故俗”
[66]

进行

管理，合浦地区行政设置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羁縻建置方面。此外，合浦郡的管辖范

围还“凸显了汉代合浦郡在南海西部的海防及对外事务管理上的重要性”
[67]

，而西汉

合浦县的辖境“要比徐闻、高凉、临允、朱卢四个县各自的范围大”
[68]

，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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